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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讲演 
 

上海城市文化的多歧性格 
 

——许纪霖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的讲演 
 

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包亚明  
 

  在上海人的文化性格之中，充满了布尔乔亚与波希米亚两种“基因”的对峙，以致于最后融

合成上海独特的“小资”情调；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海既曾经是自由派文化的大本营，又是左翼

批判文化的故乡；上海有悠久的知识精英启蒙传统，也有同样源远流长的市民消费文化传统；上

海是一座世界主义的城市，但在近代历史之中，又是爱国主义、抵制洋货运动的发源地；上海拥

有近代中国最发达的市场资本主义的历史遗产，又有着长达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深厚

传统。这一切，都塑造了上海城市文化的多歧性格。 
  许纪霖  讲演者小传 
  1957年出生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大中
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思想

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近年来主要从事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的研究以及上海的城市文化研究。著有

《无穷的困惑》、《智者的尊严》、《另一种启蒙》、《新世纪的思想地图》、《回归公共空间》等作品。 
  2010年的上海世界博览会，已经进入倒计时。作为东道主城市的上海，将呈现什么样的“好”
给全世界看？一个城市的建设，不仅受到各种硬件设施的制约，同时也受到软环境的制约。这个

软环境，就是这个城市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性格。 
  那么，海派文化究竟是什么？七十多年的一场京派与海派的争论，鲁迅先生一锤定音：京派

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闲”。从此，海派文化被绑定在商业、消费、休闲的定位上。这

样的说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却不是海派文化的全部，甚至不是主流。 
  事实上，在海派文化之中，有非常复杂的各种互相对立、互相冲突和互相渗透的元素。这些

多歧性的元素，包括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不同，外来文化之中，还有西洋文化与东洋文化的区

别，而西洋文化之中，又有清教徒文化与拉丁文化的紧张。 
  在上海人的文化性格之中，充满了布尔乔亚（资产阶级）与波希米亚（流浪文人）两种“基

因”的对峙，以致于最后融合成上海独特的“小资”情调；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海既曾经是自由

派文化的大本营，又是左翼批判文化的故乡；上海有悠久的知识精英启蒙传统，也有同样源远流

长的市民消费文化传统；上海是一座世界主义的城市，被人讥讽为“崇洋迷外”，但在近代历史

之中，又是爱国主义、抵制洋货运动的发源地；上海拥有近代中国最发达的市场资本主义的历史

遗产，又有着长达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深厚传统。这一切，都塑造了上海城市文化的

多歧性格。 
  一、风雅与世俗 
  雅俗共赏的江南文化传统承继到近代，使得上海的城市文化不像京城的士大夫文化那样纯粹

大雅，也不像北方民俗文化那样彻底大俗。 
  上海是近代都市文化的代表，大都市文化是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精英与大众的二元文

化分析模式，对于上海来说，通常是失效的。固然，上海是近代大众文化各种流行小说、流行音

乐、流行戏剧的发源地，民初的言情小说被称为鸳鸯蝴蝶派，海派的京剧比较起京派更多商业与

市场的元素，然而，上海同时也是精英启蒙文化的摇篮。最早的政论性报纸《时务报》1896年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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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上海，梁启超作为报纸的主笔，以“笔锋常带情感”的魔力，倾动大江南北，《时务报》象

征着近代中国批判性公共领域的诞生，也象征着第一代批判性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晚清的启蒙

源于上海，同样，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也是在上海拉开，1915年 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
《青年》杂志，后来改名为《新青年》，将启蒙的火种接力到北京，启蒙遂蔚成大潮。 
  上海的启蒙与北京不同，北京是中国的学术中心，精英文化凭藉的北大、清华等著名国立大

学。上海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和舆论中心，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发行量最大的书局、品种最丰富的

杂志都云集上海。报纸、杂志和出版业，构成了近代的传播媒介。传播媒介与大学不一样，大学

吸引的是知识精英，而媒体面向的是各类社会大众。北京的启蒙是精英对精英的启蒙，走不出精

英的圈子；而上海的启蒙，则是精英对大众的启蒙，通过媒体的管道，诉诸于公共舆论、教科书

和流行读物，直接面向社会公众。 
  启蒙之所以成为生意，乃是与现代印刷业的出现有关。印刷技术的现代化，使得廉价的出版

物成为可能，令一般社会公众都能买得起，而白话小说、白话文的推广，又使得阅读大众迅速扩

张。上海的精英文化与北京不同的，便是以印刷资本主义为背景的传播媒体。报纸、杂志与书籍，

皆是受市场法则支配，皆要考虑到阅读大众、戏剧大众和电影大众的欣赏口味和审美取向。于是，

上海的精英文化与启蒙事业，便不是一个精英向大众布道的单向过程，而是精英与大众的互相影

响、互相制约的双向过程。 
  于是，在上海文化之中，精英与大众、启蒙与生意之间，并没有一条绝对的界限。以国内最

大、最有影响力的商务印书馆为例，在民国初年的启蒙运动之中，它的影响力绝对不在北京大学

之下。商务印书馆走的不是上层而是下层路线，它出版了大量的辞典、教科书和通俗学术性读物，

将新科学、新学科和新知识传播于社会，它所创办的杂志系列：《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

女杂志》、《青年杂志》、《小说月报》、《自然界》等等，除《东方杂志》面向知识界之外，其余都

是面向特定的社会大众，走市场路线，却绝不媚俗；教化大众，却不居高临下。1930年代，商务
印书馆出版了共计 2000卷的《万有文库》，收集有各种中外的经典读物，以简装、价廉的方式面
向一般读者发行，其工程之大超过法国启蒙学派的百科全书，在文化效益和市场效益上取得了双

向成功。 
  北京的五四启蒙阵营，到 1925 年之后，发生了深刻的分化，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和社会主
义，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作为启蒙的不同遗产，却相互对峙，意识形态的冲突与紧张，在北京

表现得非常激烈。但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局等主流出版媒介，虽然有自己的

价值倾向，却不置于前台，他们以一种广义上的自由派姿态出现。比如商务的老板张元济，取的

是兼容并包的态度，各种“主义”的著作，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皆在容纳之列。因此，很

难将上海出版界的文化人分为西方派与传统派，对于中西文化，他们勿宁是调和的、会通的，这

是海派文化的精神所在。 
  上海有启蒙传统，也有消费文化，启蒙与娱乐之间，并非天人两隔，精英的雅致与大众的世

俗，也是相通的。上海城市文化的本土渊源之一，是明清以来的江南文化。江南文化的传统便是

士大夫文化与市民文化的互相交融，俗中有雅，雅中有俗。这一雅俗共赏的江南文化传统承继到

近代，使得上海的城市文化，不像京城的士大夫文化那样纯粹的大雅，也不像北方民俗文化那样

彻底的大俗。近代的北京是一个二元的世界，大学里的洋教授与胡同里的骆驼祥子们，绝不可能

欣赏同一种文化。但上海不一样，上海的文化人与市民阶级在文化上处于同一个世界，既过着世

俗的生活，又力图附庸风雅，风雅与世俗，精英与大众，虽然有界限，却没有无法跨越的鸿沟。 
  海派文化的雅俗混杂，有两个文本上的典范。一个是张爱玲的小说，她的小说的主人公大都

是都市中的青年男女，散发着强烈的市民气息。张爱玲把玩城市生活的世俗，写出日常生活的诗

意；她洞察都市的人情世故，从凡夫俗子的悲欢离合之中看出一丝淡淡的苍凉。随着上海的再度

崛起，张爱玲的小说再度在都市读者中走红，这并非偶然。 
  另一个雅俗一体的范本是清末民初的四马路文化。四马路（即今日的福州路）当年是上海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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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精英文化与娱乐文化汇聚之地，被称为“娼优士合璧”，这里既是近代传媒的中心，也是风月

场所，又是各种新式戏院的云集之地。当年的福州路旁边短短的一条望平街，集中了《申报》、《新

闻报》、《商报》等最有影响的报纸，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局等最有影响的书局也汇聚

与此。四马路同时又集中了近代都市娱乐与消费的一切要素，福州路上的知识分子们承继明清江

南士大夫的精神传统，白天在报馆高谈阔论，鼓吹变革，晚上到戏院里看戏，欣赏海派京剧，或

者去青楼吃花酒。他们将风花雪月带入启蒙事业，又使欲望场所充满了文人的雅兴和情趣。清末

民初的“谴责小说”和“言情小说”皆发源于四马路，又以四马路文化作为场景：前者虽为社会

讽刺和政治批判，采取的却是通俗小说的形式，后者虽为休闲娱乐的鸳鸯蝴蝶派，在艺术上却力

图追求文人的风雅。 
  精英与大众、高雅与世俗，这些两歧性的文化元素在海派文化这里获得了一种奇妙的结合，

彼此镶嵌，相互渗透，形成了独特的上海文化性格。 
  二、布尔乔亚与波希米亚 
  一种布尔乔亚与波希米亚混合体的“小资文化”应运而生，日益成为上海城市文化的主流价

值和主流风尚。 
  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在其文化内部往往有两种不同的城市人气质，一种是布尔乔亚文化，

一种是波希米亚文化。 
  所谓的布尔乔亚（bourgeois）文化，乃是一种中产阶级的文化，与新教伦理有关，中产阶级
有稳定的职业和客观的收入，他们在道德上保守、严谨，遵从现存的社会秩序与生活秩序，富于

职业伦理精神，在文化上代表着主流价值和流行趣味，是一种“规矩人”的文化秩序。 
  另一种是波希米亚（bohemia）文化。波希米亚原是吉普赛人的聚集地，所谓的波希米亚人，
指的是都市中的精神流浪者，他们通常生活在都市的边缘，性格另类，感觉敏锐，喜欢挑战现存

的主流价值和社会秩序，是都市生活的反叛者和越轨者。 
  在近代上海的都市文化之中，布尔乔亚和波希米亚的气质同时存在，一方面它们存在于不同

的都市空间与社会阶层，另一方面又相互渗透、彼此影响，融合为上海都市特有的“小资”文化。 
  近代上海是中国乃至远东的金融中心和经济中心，从清末开始，传统的士大夫与商人阶级相

结合，产生了一个特殊的绅商阶级，这就是上海最早的资产阶级。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的上

海，培育了资产阶级的勤奋、冒险和投机的精神，也孕育了他们中庸、保守的中产阶级文化，这

种文化符合市场的商业伦理：在商业上大胆，在伦理上保守。从上海开埠到 1950 年代初资产阶
级被赎买消解，即便从绅商算起，满打满算，不过短短一个世纪，资产阶级也不过两代人。成功

者，多暴发户。暴发户类型的资产阶级，可以有万贯家产，不一定有文化，即使有的话，也是物

欲主义的暴发户文化。 
  虽然上海的大资产阶级没有自己的文化，但广大的中产阶级，却奠定了上海城市文化的基本

性格，有自己的精神脉络。这一脉络，被称为职员心态：忠于职守，精明能干，与时俱进，随机

应变。这是市民社会的普世性意识形态，但在上海，又染有深刻的殖民文化心态。 
  作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市民社会，上海不仅有暴发户型的大资产阶级，有城市主流的职员阶层，

更有广大的小市民。上海是小市民的汪洋大海。大资产阶级也好，中产阶级也好，小市民阶层也

好，这三个阶层不仅经常性地上下流动，一夜咸鱼翻身和瞬间堕为平民的例子每天都在上海滩发

生。更重要的是，这三个社会阶层在精神上高度同质，都分享着市民社会之中布尔乔亚文化的基

本特征。大资产阶级刚刚从市民阶级之中上升不久，往往带有浓郁的市侩气，而小市民阶层在精

神上比附上流社会，也会在文化上附庸风雅。上下调和，于是一种职员阶层为代表的中产阶级文

化便成为了上海城市的主流。这一主流文化在世俗之中，又竭力表现出风雅，成为上海特有的雅

俗共赏的都市文化的社会基础。 
  近代的上海，是大大小小的布尔乔亚的天下，然而在都市空间的边缘，乃至中心，却潜伏着

另一类都市的叛逆者波希米亚人。波希米亚人的精神气质从本质上是反主流、反资本主义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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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有两种不同的波希米亚文化人，一种是激进的政治反叛者，另一种是温柔的文化叛逆

者。以鲁迅为精神领袖的左翼文化人，潜伏在虹口公共租界弄堂深处，在城市的边缘处冷静地打

量着上海这个现代性的怪物。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左翼文化人，敏感而激进，与都市保持着某种

若即若离的关系。他们大多住在石库门民居的后厢房，俗称亭子间，对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和世

态炎凉有直接的感受，对上流社会的奢华与虚骄充满着敌意。他们与这个城市在精神上是疏离的，

但在身体上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上海的媒体，各种报纸副刊、同人杂志和大小书局，

既是他们谋生之地，又是从事文化与政治批判的公共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左翼文化人，作为

一种最激进、最疏离的城市边缘人，他们并非完全与上海这个都市完全隔离，相反地，他们所发

出的声音，反而成为上海的另一种精神象征，在布尔乔亚文化之外另一种反叛精神的象征。这种

象征使得近代上海与北京区别开来，使得这个东方的大都市在租界的掩护之下，成为知识分子反

叛的大本营。 
  如果说左翼文化人蛰伏在租界边缘的亭子间的话，那么在殖民文化的中心法租界的洋房与公

寓里面，还生活着一群温柔的资本主义的精神疏离者。那就是刘呐欧、穆时英、施蛰存、戴望舒

等现代主义派文人。这些新感觉主义的诗人、作家，敏锐地感受到现代都市时间与空间的变化莫

测、难以把握，揭示了都市对人性的异化。在都市这个现代时间流之中，人骨子里是寂寞的，不

仅与都市疏离，而且与他人隔绝，这是一种存在意义上的孤独。以个人为核心的现代主义文化，

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尽管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产物，但它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即布尔乔亚

文化具有内在结构的紧张，是现代世俗社会祛魅以后不可避免的精神现象。上海的现代主义派不

仅来自法国拉丁文化的熏陶，而且在精神气质上与明清以来的江南士大夫文化有着血脉关联，他

们在精神生活上是虚无的、颓废的，但在物质生活上却是兴致勃勃、生气盎然的。换而言之，他

们同样具有双重的性格：一方面在上流社会的高档咖啡馆、酒吧和电影院，与中产阶级一样享受

着都市物质生活的世俗乐趣，另一方面在自己的作品之中感叹都市的魔幻、人生的无常和精神的

孤独。他们是精神上的温柔反叛者，在日常生活上又是这个都市的主流消费者。 
  在近代上海，主流的布尔乔亚文化与边缘的波希米亚文化之间，并没有一条明确的界限和一

条不可跨越的精神鸿沟。于是，一种布尔乔亚与波希米亚混合体的“小资文化”应运而生，日益

成为上海城市文化的主流价值和主流风尚。这些沪上“小资”，白天是循规蹈矩的职业白领，西

装革履，道貌岸然，行为规矩，道德保守，一到晚上华灯初上的时候，纷纷涌入装潢精致、格调

各异的酒吧、咖啡馆、餐厅和夜总会，表现出自己放荡不羁、离经叛道的一面，或者在网络上以

匿名者的身份，表现出十足的“愤青”，成为主流文化和社会秩序的批判者。当代上海的“小资”

文化，在精神脉络上便来源于近代上海两种文化之间的混血，在新的时代里面又进一步发扬光大。 
  三、上海文化的多歧性 
  上海文化的缺点是没有特点，没有独一无二的东西，一切都似曾相识，又有点陌生；但另一

方面，没有特点本身，又是上海的最大特点。 
  上海文化海纳百川，包容万象，很难用一种确切的概念来定位。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开放

的移民城市，上海人来自全中国、全亚洲和全世界，以其宽容和大度，包容了这些五湖四海新移

民带来的本土文化。 
  就像纽约一样，上海是一个移民的大熔炉，是一个文化的大熔炉，所有的地域文化、宗教传

统和高级文明，到了上海之后，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最后都一一失去了其本真性，演变为极具

都市风格或东方神韵的“海派”。 
  上海这个大都市，既有很强的吞吐能力，胃口奇好，可以吸纳各种互相矛盾、对立冲突的文

化，来者不拒；同时又有同样强大的消化能力，能够化腐朽为神奇，或者化神奇为腐朽，将各种

不相关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做出一道海派大餐。 
  上海是一个展示的大码头，又是一个文化的搅拌机，她见多识广，眼光挑剔，又宽容并蓄，

点石成金。上海文化的优势一是开放，二是杂交。开放加上杂交，便有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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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容纳得了异己，各种多元文化、区域文化可以在京城以原生态的方式独立相处，互不相

关，又彼此竞争。而上海文化的向心力太强，各种亚文化来到上海之后，都被代表着都市文化的

上海文化所改造，所同化，多元逐渐趋同，逐渐失去了其多元性，而呈现出同质性趋向。上海文

化的缺点是没有特点，没有独一无二的东西，一切都似曾相识，又有点陌生；但另一方面，没有

特点本身，又是上海的最大特点。 
  相对于中国的其他城市，上海的城市年龄比较年轻，她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诞生，在国际开放

中发展。上海的最成功之处，在于抓住了时势，不断求变、求新。改革开放年代特别是上世纪 90
年代之后，上海的“与时俱进”更是显露无遗，所有的文化、所有的观念、所有的建筑与所有的

商品，都要同全世界最先进、最时髦的水准接轨。这种精神，成就了上海的摩登、时尚和辉煌，

也使得上海文化流质易变，缺乏底蕴；灵活有余，定力不足。有见世面、识大体的聪明，而缺乏

北方古城那种自信、稳重的气象。 
  海派文化扎根于日常生活之中，海派是世俗的，也是务实的。上海人像英国人一样，不喜欢

高谈阔论，不喜好抽象的理念教条，他们更相信经验，相信日常生活升华出来的理性。上海人永

远做的比说的多，信奉的是拿实实在在的“货色”出来，而不是在话语上抢得优势。 
  上海具有国内难得的职业精神，将平凡的职业视为志业，在繁琐的俗务中做出美感，做出情

调，做出诗意。在这一点上，上海人又像法国人，不满足于平庸的日常生活本身，总是在追求世

俗背后的浪漫、实用背后的格调。上海人身上流淌的是明清士大夫的精神血脉，日常生活不一定

奢华，但一定是精致的；情感或许不真诚，但一定是浪漫的。上海人注重形象，注重包装，注重

外在的那层气质、品味和格调。 
  上海的务实，是布尔乔亚精神的体现，上海的浪漫，是波希米亚人的风格，但极端的资产阶

级和流浪文人的精神，极端的英格兰和法兰西传统，在上海又偏偏吃不开。上海不是一个走偏锋

的城市，上海时尚，但不前卫；上海叛逆，又不偏激。上海城市精神的中庸性格和中道哲学，淘

洗了那些偏激的传统，留下了中间的市民文化和小资文化，市民阶级是务实的，小资文化是浪漫

的，而这两种城市精神在上海又没有绝对的界限，在最典型的上海人之中，务实与浪漫，兼而有

之，相得益彰。 
  这就是上海城市文化的真实面相，她的优点就是她的缺点，她的现实便是她的过去。然而，

当我们理解了上海城市的万般风情，她的所有的可爱与矫情之后，这一切还会是她的未来吗？上

海包容，她会吐故纳新何种已有的传统？上海善变，她会向哪个方向去变？上海中庸，她会再度

在文化上疯狂一把吗？ 
  已有的文化性格和精神气质，不是一个城市不可变易的宿命，未来的上海是什么样的都市，

一切有待于上海自身的选择。这不仅是一个城市的选择，也是每一个新老上海人的选择。 
  文化控制城市发展与生活 
  包亚明 
  （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许纪霖教授在本篇讲演中比较深入地阐释了风雅与世俗、布尔乔亚与波希米亚的复杂互动，

对形成上海城市文化的多歧性的影响，很有启发性。 
  在城市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具有地域特色的历史文化元素，无疑会熔铸到城市文化性格的塑

造之中。讨论城市发展时，之所以特别关注文化的作用与影响力，是因为文化是控制城市发展与

城市生活的一种有力手段，与意象、记忆相关的城市生活体验，显然与特定的城市生活的认同密

切相关。 
  消费文化在上海城市文化的发展中，一直占据着显著的地位，与国际新潮紧密相关的各色器

物和“声光化电”的魔幻效果，在某种意义上早已成为了外地人眼中的上海意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消费文化不仅放大了不同人群对于城市生活的不同要求，而且有可能改写

具有地域特色的历史文化传统，并将其沦为创建全球化消费空间与氛围的辅助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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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如何在国际资本与行政力量的牵制中保存城市的历史性与地方性的生活传统，如何积

极地保护自发性的城市生活形态，是生活在全球城市化浪潮中的人们共同面临的难题。 


